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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中“地方主体冶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

闫春华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摇 211100)

摘摇 要: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背景下,研究“地方主体冶参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在

提出“互动式治理冶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地方主体的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发现本地公司

生态精英及其适用技术的有效运用,当地民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两

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 地方主体双向互动中完成的环境治理工作摆

脱了“压力型体制下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和工作低效的难题,扩展了“政府主导冶单一角色的治

理困境,实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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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从环境认知、发展理念和环境

政策的调整上来看,国家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逐

渐提高。 实践表明,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工作已经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政府职能过重、行政成本过

高、社会空间发育不足等问题,出现了“文本规则冶
与“实践规则冶的分离[1],产生了随着国家环境治理

力度不断加强,局部环境日益恶化的悖论。 “权威

体制内在治理困境冶 [2]“压力型体制冶 [3]等理论试图

解释这一悖论。 概而言之,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

利益冲突和环境治理机制的内在缺陷,导致政府主

导型的环境治理与环境政策实践无法达致应有的理

想效果[4],甚至出现环境治理失灵。
治理主体单一、公众参与薄弱这一内在的结构

性缺陷是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重要因素[5]。
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由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单

向度的权力过程来实现,而是要依赖于社会互动,实
现环境治理责任主体的多元化[6-7]。 在政府角色转

变与放权的治理框架内,更需要充分地挖掘地方主

体的力量及其治理智慧。 因为地方主体凭借其“土
生土长冶的特性在环境治理中将展现出更大的治理

优势。 基于此,笔者建构了“互动式治理冶框架,以

呼和浩特市 CX 区草原生态环境治理为案例研究,
探讨政府放权背景下地方主体间互动逻辑、治理智

慧及其优势所在。 地方主体是相对于外来治理主体

的一个相对概念,只作为环境治理主体两个层面的

简单二元区分,文中地方主体具体指本地公司与当

地民众。 实践表明,公司适用技术的有效运用,当地

人实践经验中习得的地方性生态知识等都是环境治

理工作中的重要智慧,公司与民众等地方主体在双

向互动中完成了环境的有效治理。

二、互动式环境治理逻辑及其框架建构

政府、市场、民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

理工作可以概括为社会共治模式[8],是对以往单一

主体治理模式的突破,在实践中将会收到较好的效

果。 图 1 展现了环境治理中政府、市场、民众三方主

体互动的理想模式。 政府作为环境治理工作的设计

主体与规则制定者,不再扮演中心主导的角色,特别

是在环境治理的思路、理念及其决策规划中,政府应

该将更多治理权力与空间下放给市场、民众等主体,
充分调动地方主体的积极性;市场、民众等地方主体

在满足各自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将会更加积极主动

地参与到环境治理工作中来,最终形成政府、市场与

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

·34·



图 1摇 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理想模式

基于政府职能与角色的转变基础,笔者将建构

并重点探讨环境治理中地方主体的互动逻辑及其治

理框架。 图 2 展现了本地公司淤与当地民众双向互

动逻辑及其在环境治理中展现出的优势所在。 首

先,本地公司中的顶尖专家与技术人员等生态精英

充分调动当地人的积极性,重视并挖掘当地人生产

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其次,当地人将

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攒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传递给

本地公司,本地公司将其纳入技术系统;最后,专家

与技术人员将当地人提供的地方性生态知识纳入公

司环境治理考评体系中,修正不适合内容(以选种

工作为例,考虑是否增加一些合适物种,剔除掉一些

不满足当地人社会需求的物种),最终实现草原生

态环境的有效治理。 反之,经过修正并优化的适用

技术及其治理实践更加适合于治理地的特殊条件,
环境治理工作将收到较好效果。 这又能反向强化当

地人的参与热情,实现本地公司与当地民众两主体

间的有效互动,形成良性循环。

图 2摇 互动式治理逻辑及其框架

1. 本地公司的在地优势:生态精英及其适用

技术

本地生态精英在环境治理中扮演着引领性作

用。 公司里顶尖的专家与技术人员作为本地化的生

态精英,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土生土长冶,他们不仅

熟悉治理地降水、湿度、温度、气候变化等自然特点,
而且对治理地更适应生长何种物种等信息了如指

掌。 在此优势基础上,专家与技术人员更能坚持气

候相似下的本地采集原则,保证所有物种的采集均

来自于气候相近的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 此种物种

采集的原则与做法,不仅能实现草原生态环境的有

效治理,而且将极大地节省公司的治理成本。 这一

具有明确意识、方向以及目的并能预期行动结果的

认知和实践展现出了高度的“生态利益自觉冶 [9]。

淤“本地公司冶主要指这一类公司的“土生土长冶特性。 具体表

现在:公司建立者及公司内重要专家与技术人员均来自于本地(至
少长期生活在本地),对治理地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等都

较为熟悉;强调使用治理地(或相似地区)物种进行环境治理的理

念,并在结合治理地特殊条件的基础上,依托公司技术力量对物种更

加适合治理地的生长习性进行某种改良或驯化。 而不是一味地强调

引进外地(国外)物种、专业化技术,不结合治理地条件的盲目治理。
总之,笔者使用“本地公司冶这一概念意在强调政府将环境治理工作

外包给公司时,要倾向于选择更加了解治理地条件、能有效开展治理

工作的公司。 而不是将治理工作外包给一些根本就不适合的公司,
结果既浪费了大量资金又没有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

适用技术的运用有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有效治

理。 成功的环境治理与科学技术相关,技术的运用

是环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0]。 在草原生态

环境治理中,本地专家与技术人员就治理地自然环

境即降水量、湿度、温度,土壤条件即土质检测、土质

特点、土质适宜物种,物种试验等方面开展大量的实

地调研、科学分析与论证工作。 这种取自于本地草

原地区并经过公司简单培育与驯化后的草种,更能

满足治理地生长条件。 具备耐旱、耐寒、耐贫瘠等特

性的草种能在短时间内生根发芽,且能靠天然雨水

扎根生长,生命力非常顽强。
就我国当前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而言,治理

效果不甚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为自上而下式外来专

家与科学技术的过于简单化。 由于外来专家知识体

系与科学技术具有一刀切、标准化的特点,实践中忽

视了治理地历史传统、特殊的自然环境、真实的和活

生生的社会需求等特征,这往往在纷繁复杂的地方

环境治理工作中遭遇到严重挑战,出现“水土不服冶
问题。 而笔者所提出的不论是公司还是生态精英都

来自于本地,对治理地的自然、社会等条件十分熟

悉,更能运用适用技术,对治理地的特殊条件“对症

下药冶,使治理工作更加有效。
2. 当地民众的智慧:实践经验中的地方性生态

知识

地方性生态知识是指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下,由当地人经过长时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经验所累

积而成的区域性特点明显的生态知识[11-12]。 在政

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式草原生态环境治理脉络里,作
为草原生活者的牧民背负着草原破坏者的标签并处

于边缘化的失语地位。 殊不知,干旱区、半干旱区草

原作为气候变异率高、自然资源极不确定的非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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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与“不确定性冶共存的草原牧民的地方性

生态知识是不可忽视的地方智慧[13]。 因为他们对

家乡的自然环境特点和社会生活需求等信息都非常

熟悉。 在此基础上,更能从“生活环境主义冶 [14] 出

发,将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攒的有关“气候变化-
植被生长冶“物种遴选-社会需求冶等地方性生态知

识运用到草原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中。
在外来专家知识体系里,物种遴选工作遵循着

一套科学标准,但是站在当地人的角度来看,似有不

妥。 当地人实践中累积而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较为

丰富,对他们的生产生活而言也更为重要。 当地人

只有“旱与涝冶“灾年与丰年冶之分,对自然灾害的认

识大部分来源于直观的生产生活实践感知层面。 针

对家乡特殊的自然条件与变化特征,当地人更加熟

知并了解何种物种生命力较为顽强,能够适应生存,
何种物种较为脆弱,将被自然淘汰等“气候变化 植

被生长冶等地方性生态知识。 草原生态环境治理模

式及使用何种物种进行治理要与当地人基本社会需

求相契合。 如果只注重科学标准,忽视当地人社会

需求层面信息,仅仅以专业的知识体系来遴选物种

进行种植,将引发“治理悲剧冶。 因为一些物种既满

足草原治理的科学标准,又是配合草原治理与生态

旅游的优良物种,但却不满足当地人社会需求。 因

此,当地人熟知的何种物种会刺破动物身体及皮毛、
何种物种具有毒性等有关“物种遴选-社会需求冶等
地方性生态知识就更为重要。

当地民众于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而言至关重

要。 相关研究表明,除了一刀切的草原保护政策外,
导致草原退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村民被排除在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之外,这恰恰也是草原治理难以实

现其预期目标的原因。 而调动村民参与协商和规划

的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政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

途径[15]。 由此可见,当地民众在草原生态环境治理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实践中应该加以重

视并充分地调动他们的参与热情与积极性。
3. 双向反馈:本地公司与当地民众的有效互动

现有草原生态环境治理措施更多为政府主导型,
遵循自上而下的行事逻辑,并依托科层体系来执行。
这种科层体系是一种技术官僚结构,是权利和技术相

结合的群体。 具备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技术人员队伍,
环境治理科学技术知识系统,各种实践功能的工具、
仪器设备、经营管理技巧和各种手段体系等具体特

征[16]。 在自上而下的实践过程中,往往单向度地传

播政策、技术、知识等,缺少与地方主体间的互动,导
致一些草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在基层社会落实时难

以达到预期效果。 笔者所建构的本地公司与当地民

众互动式环境治理框架,倡导不论是中央抑或地方政

府在草原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应“去中心化冶
色彩,放权于更多地方主体,充分发挥地方主体的治

理优势,从而实现草原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
本地公司与当地民众开展的环境治理工作更能

实现双向反馈基础上的有效互动。 如图 2 所示,在
环境治理实践中,本地公司中的生态精英能充分调

动当地民众的参与热情,并将当地人掌握的地方性

生态知识纳入公司技术体系,进而修正治理方案中

的不合适内容,使其更加适合治理地的特殊自然条

件与社会需求,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 反之,受到重

视的当地人,将会在后续环境治理工作中投入更多

的热情与精力,最终实现本地公司与当地民众的有

效互动,形成良性循环。
任何成功的环境治理模式都要植根于自身的文

化传统,环境治理的具体形式和路径选择也要与治

理地传统结合在一起[17]。 就本研究而言,本地公司

与当地民众两个地方主体互动式环境治理框架与实

践的最大优势在于:能以治理地特有的条件为依据,
立足于治理地的特殊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社会需求

等实际情况,在互动中实现草原生态环境的有效治

理。 当前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工作遭遇悖论的情

况下,地方社会能否实现政府放权下草原生态环境的

有效治理? 笔者所建构的框架能否在实践中成立?
下文以呼和浩特市 CX 区草原生态环境治理为案例

进行具体分析,进而检验在政府职能与角色转变背景

下,地方主体间的互动能否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

三、互动式治理框架验证:
CX 区环境治理的实践理路

摇 摇 1. CX 区环境问题及其环境治理理念

CX 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总面积

700 km2,城区 55 km2,农区与山区 645 km2。 全区总

人口 39 万余人,农村人口 1. 5 万余人。 呼和浩特市

曾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碰撞与融合的前沿,
曾先后有匈奴、敕勒、鲜卑、契丹、蒙古等少数民族与

汉族一道在此繁衍生息。 清末蒙地放垦以来,随着

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大批移民的进驻,农耕生产取

代传统游牧成为地区主要的生计模式[18]。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的扩张与发展,粗放式农耕

生产、过度放牧等因素的影响,地区生态系统失去平

衡。 土地日渐沙化,干旱、沙尘天气频繁,这都严重

地影响了当地人正常的生产生活。 为治理日趋严峻

的生态恶化现状,加之迎接自治区大庆与发展城郊

旅游业的需要,2012 年初,呼和浩特市 CX 区政府制

定了一套生态综合治理总体实施方案,具体工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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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 区林业局指导,下设生态绿化指挥部监督。 就

CX 区而言,草原治理为一项重要的生态环境治理工

作。 草原治理地位于 CX 区山前冲积扇区域,占地

667 余公顷。 草地植被枯干,地表浮土裸露,遭遇干

燥大风后更易形成扬尘。 治理地的特殊自然条件和

社会文化传统预示着不能简单地依赖标准化的方式

开展治理工作。 于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治理效果,展
现民族地区特色,CX 区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将治理

工作外包给具有专业资质的本地 M 公司。
2. M 公司的地方特性及其治理优势

(1)本地公司的生态精英团队与业务特长

M 公司由 W 建立,主营园林工程。 W 出生并

生长在草原地区,在工程建设中,W 发现城市园林

里所使用的草坪都要依赖进口,不仅耗水,且管理费

用高昂。 为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经过反复琢磨,最终

他将家乡草原上既无人浇水,也无人养护,仅靠天然

降水就能生长的草种引进了城市绿化中。 这不仅极

大地节省了公司的治理成本,而且治理效果显著。
截至目前,M 公司主要研制具有节水、抗旱、耐寒等

基因和特性的物种,业务涵盖草原生态环境治理、节
水园林、生态牧场等领域。 先后成立了抗旱植物研

究院,荒漠地区生态研究所,盐碱地改良研究所,草
原生态研究院等机构;建成了温室大棚、实验室、研
发室、基因库等设施。 为壮大节水抗旱植物的研发

团队,公司积极引进呼和浩特市一些大学、相关科研

院所等农林科技、生物学、生态学等多学科退休专

家,组建成了科研团队。 此外,公司还与蒙牛、蒙药

等公司及大学建成了“生态产业联盟冶,充分地整合

了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相关企业的资源优势。
(2)适用技术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运用

正确并科学评估治理地的现实条件有利于草原

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 就 CX 区草原生态环境治理

工作而言,在施工前期,针对治理地生态退化严重的

现状,M 公司专家与技术人员就自然环境、土壤条

件等进行了大量的前期调研与科学论证工作。 多次

商讨最终确定的治理方案为:淤完全铲除治理地已

有植物,改变已有地形、地貌的方式不可取,而且也

在根本上违背了因地制宜的治理原则;于结合治理

地环境、物种选择等具体问题,适当翻耕土地,并择优

保留生命力顽强的当地物种。 如只将治理地直径 30
cm 以上石头分拣出去,30 cm 以下石头则保留原封不

动;保留成片马莲等生命力非常顽强的当地植被,较
为脆弱的植被及植被稀疏地块则进行重新种植。

遴选并种植适宜本地环境的植被是草原生态环

境有效治理的关键。 赤峰市的治理实践也表明了,
科学工作者和当地生产者总结沙生植物生长规律,

找到了适宜当地生长的沙蒿等植物。 这些植物只要

在发芽期得到一定雨量,就能把根深深插入沙里,吸
取水分,继续生存,慢慢也就把沙固住了[19]。

就 CX 区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而言,M 公司

依托适用技术开展了适宜本地生长物种的选择工

作。 公司专家与技术人员就遵循何种原则选种、如
何选择出适宜物种、适宜物种应具备哪些特性等问

题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对治理地降水量、湿度、温
度、土质等条件进行了评估分析,同时遵循“气候相

似冶与“本地采集冶两大原则进行物种选择工作。 经

过多番讨论,最终遴选并培育出适宜本地生长的蒙

古冰草、新麦草、地榆、羊草、赖草、披碱草、老芒麦、
马莲、沙打旺、沙地柏、二色补血草、蒙古韭、芨芨草

等 20 余种草本和木本植被。 总结来看,这些典型植

被主要具备三大共同特征:一是防风固沙的优良物

种;二是大部分取自于我国北部干旱半干旱草原地

区,如内蒙古、山西北部、陕西北部,甘肃北部、宁夏

一带等;三是耐寒、耐旱、耐贫瘠、耐低温等生命力较

为顽强的物种。 公司专家与技术人员因地制宜地选

择出了合适的物种,这不仅能够实现草原生态环境

的有效治理,而且还能极大地降低公司的治理成本,
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3. 当地民众地方性生态知识被 M 公司充分挖

掘运用

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本地公司的专业人

员与技术优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治理地民众智慧

与参与热情也不可或缺。 M 公司专家与技术人员

在选择适宜物种过程中,当地实践经验丰富的村民

给予了诸多有利的意见与建议。 村民回忆道:治理

地历来降水较少,特别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更
是十年九旱,极端干旱年份时有发生。 如有些年份

春季长达 2 个月不下 1 滴雨,导致土地极度干旱、龟
裂,沙尘天气频繁,很多草和猪毛菜等植被都被旱

死,但一些矮棵马莲和蒿类植被却一直顽强地活着,
不但能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能生长得很好。 因

此,村民提供的马莲等生命力较为顽强的物种就被

纳入 M 公司的考评体系中,并最终成为草原生态环

境治理中的一个优良物种被保存下来。 试想如果忽

视当地人的这一意见,马莲等本地物种很有可能就

被全部铲除,这不仅将增加公司的治理成本,而且也

不能保证外来物种比马莲等本地物种更为适宜、治
理效果更好。

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他们对家乡自然环境的认

识,更多的来自于直观的感知层面。 而从当地人所

感知到的降水量变化、干旱程度、风沙灾害等自然环

境特点来判断,治理地生态环境系统较为脆弱。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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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与科学数据也证实了当地民众的这一感知信

息。 如学者发现,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后期呼和浩

特市降水变率相对较小,为持续少雨期,90 年代中

期以后降水波动频繁,出现连旱年份[20];春季沙尘

日数占全年沙尘总日数的 64. 4% ,是沙尘天气最频

发季节[21]。 呼和浩特市近 15 年降水量、最大风速

等数据信息(表 1),也证实了当地人感知到的连年

干旱等环境衰退的事实。 由此可见,长期置身于当

地环境区域中的民众,对该区域的环境感知既是动

态的,也是相对准确的,而他们有关气候变化后马

莲、蒿类等物种仍能顽强生长等建议对 M 公司开展

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而言更具现实意义。
表 1摇 呼和浩特市近 15 年降水量、最大风速气象数据

年份
降水量 /

mm
最大风速 /
(m·s-1) 年份

降水量 /
mm

最大风速 /
(m·s-1)

2002 316. 0 12. 0(3 月 5 日) 2010 246. 0 13. 0(12 月 24 日)
2003 2011 435. 8 15. 0(11 月 10 日)
2004 2012 187. 0 11. 2(5 月 28 日)
2005 170. 0 10(7 月 3 日) 2013 566. 2 10. 9(3 月 28 日)
2006 297. 1 10(5 月 10 日) 2014 474. 2 9. 2(7 月 7 日)
2007 283. 9 10. 3(7 月 12 日) 2015 436. 1 8. 5(5 月 18 日)
2008 272. 9 12. 7(4 月 11 日) 2016 361. 9 20. 1(4 月 15 日)
2009 493. 5 12. 7(4 月 11 日)
摇 摇 注:根据《呼和浩特统计年鉴》气象资料相关信息整理而成,其
中 2003 年与 2004 年数据没有查询到

与 M 公司专家及技术人员所掌握的专业知识

不同,当地人在实践中积攒了有关植被特性、植被与

生活需求等方面丰富的地方性生态知识。 以公司所

选择的针毛与野罂粟两物种为例,不论是从其选取

地点还是生长特性来看,都是符合治理地条件的优

良物种,但却不满足当地人的社会需求,村民就此也

给出了答案。 在当地,针毛是牧民最不喜欢的物种,
因为它根茎带刺,利刺会扎进羊毛里,扎破羊皮,这
将严重影响羊皮的品相和后期销售问题;而野罂粟

在牧草里也是非常不受欢迎的物种,因为它略带毒

性,牲畜大量食用后会导致死亡。
4. M 公司与当地民众间的有效互动

打破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工作中单向度传播知

识和技术的弊端,在整个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
M 公司专家与技术人员多次深入治理地实际,通过

走访农户,与附近经验丰富的老一辈人建立起了良

好的关系,实现了如何治理草原环境的有效交流与

沟通。 经过反复求证并挖掘,M 公司从村民那里获

取到了有关“气候变化 植被生长冶与“植被遴选 社

会需求冶等地方性生态知识。 对于当地人而言,这些

知识是他们重要的生活技能,使他们能够在实践中得

心应手;但对于 M 公司而言,却是开展具体治理工作

的一笔宝贵财富。 充分挖掘并综合采纳当地人的意

见后,M 公司专家与技术人员再次评估分析了这些意

见和建议,最终将治理地生命力顽强的马莲、蒿类等

物种纳入,将针毛与野罂粟两物种剔除。
M 公司专家与技术人员做出的这一重视当地

人和地方性生态知识的举动,在当地引起了较大的

反响,村民十分高兴并对治理工作充满热情。 实地

调查中了解到,以往的环境治理工作中,上面一直在

责怪村民,并把他们视为当地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
相应地,他们也一直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 但

此次由 M 公司开展的治理工作却大为不同,公司不

仅重视他们而且又将他们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经验视

为宝贝。 这极大地调动起了当地人参与家乡环境治

理的热情和积极性。
M 公司凭借本地精英与适用性技术遴选出了

适宜当地生长的本地物种,并在实践中充分挖掘了

当地人生产生活中所积攒的地方性生态知识,采纳

其意见,最终实现所选植被既满足草原生态环境治

理的需要,又满足当地人的社会需求,同时又降低了

公司的治理成本,避免了环境治理工作中简单化、盲
目选种与忽视物种特性等问题。 此外,在整个草原

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打破了当地人即为落后和破

坏者的理念,M 公司与当地民众实现了有效的沟通

与互动。 在后续的治理工作中,M 公司雇佣当地人

开展了大面积平整土地、分块人工播种等具体工作,
同时借助工程、生物等措施,采用生物改良及人工建

植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开展了具体的治理工作,治理

地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四、结论与讨论

一般来看,国家视角下的环境治理工作具有决

策一般化,技术简单化、标准化的一刀切特点,并单

纯地依托上面传递而来的专业技术与科学知识开展

环境治理工作。 实践中往往将治理地人们特有的生

态智慧与地方性生态知识打上落后的标签。 这就使

得地方环境治理中呈现出专业技术、科学知识与地

方性生态知识两者格格不入甚至被完全割裂的状

态。 实践表明,专业技术、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生态知

识在环境治理工作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者相

辅相成,互为渗透强化,相互融合更能实现地方环境

的有效治理。 因此,地方环境治理工作中不能将专

业知识、科学技术与地方性生态知识完全割裂开来,
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两者间的有效对接与融合。

本研究表明了专业知识、科学技术与地方性生

态知识不仅没有被割裂而且能够在充分结合与对接

的基础上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 实践中,本地公司

中的专家与技术人员等生态精英在充分借鉴当地人

有关“气候变化 植被生长冶与“物种遴选 社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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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冶等地方性生态知识和建议下,剔除了不适宜物

种,并依托适用技术力量开展了有效的治理工作,同
时实现了本地公司与当地民众两个地方主体间的有

效互动。 纵观本地公司与当地民众互动中完成的治

理实践,不论是对“治理内部冶还是“治理外部冶而

言,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就内部而言,扩
展了“政府主导冶单一角色的治理困境,使得更多地

方主体有机会参与到治理工作中来,最为关键的是,
本地公司与当地民众两主体间的有效互动在环境治

理中发挥了正面积极效应,实现了环境效益、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共赢,达到了环境治理工作的终极目

标;就外部而言,本地公司与当地民众两主体双向互

动中完成的环境治理工作摆脱了“压力型体制下冶地
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和工作低效的难题。 公司、民众

等地方主体在环境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政府不应再是自上而下式的过度干预者,而是要继续

充当“掌舵人冶角色,进行权力“松绑冶;还权于市场,
放活农村环境市场“无形之手冶;还权于社会,尤其是

强化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自治之手冶 [22]。
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工作失灵的背景下,为

提高地方环境治理效率,本文认为需要做出以下 3
个方面的努力:一是转变政府的角色与职能。 政府

作为环境治理主体之一,需要在治理的整个过程中

改变以往的中心角色与职能。 在完备的组织和监督

体系下,在前期规划决策、中期治理实践与后期管理

等具体环境治理工作中,特别是在环境治理思路、理
念及决策规划中,将决策权交给更适合的地方主体,
而政府只扮演监督者的角色。 这将有利于摆脱政府

“管得紧、收效低冶等中心角色困境难题。 二是积极

引入市场的力量。 环境的有效治理需要一定的专业

知识与科学技术,因此在环境治理中需要积极引入

本地公司及企业加入。 并对其实行严格的环境认证

制度,在信贷、税收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促进其发

展壮大,进而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地方环境的

有效治理。 三是充分调动当地人的积极性。 在地方

环境治理工作中,当地人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累积

而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是环境治理工作中的重要智

慧。 因此,不仅要摒弃当地人与地方性生态知识即

为落后的理念,而且还要深入治理地,充分调动当地

人的积极性,挖掘地方性生态知识的积极作用。 总

之,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民众

等多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满足各自利益诉求的基

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之外地方主体的环境治

理优势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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